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差异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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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43]摘要：通过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双重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现实背景纳入2002－2018年我国30个省级样本的绿色技术进步的测算，并考察环境规制引致的绿色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进口中间品变动等间接渠道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中间品进口对绿色技术进步间接产生正向影响；市场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中间产品进口对绿色技术进步间接具有正向作用。基于研究结论，建议通过采取因地制宜地实行差异化的环境规制组合工具、吸引高端人才向创新一线聚集等措施促进我国的绿色技术进步，推动我国向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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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progress，incorporates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embedded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into the calculation of gr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30 provincial samples of China from 2002 to 2018, and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indirect channels such as green R&D investment, human capital and changes in imported intermediate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the progress of green technology.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mandato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n in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rogress of green technology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import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meanwhile,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voluntary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directl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gr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rough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termediate product import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research,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green technology progress of our country by adopting the combination tools of differenti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ttracting high-end talents to gather in the innovation line, and so on, and to promote our country to move forward to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and the manufacturing powe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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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回顾
近2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制造业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依靠土地、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低端要素禀赋方面的优势参与国际竞争，面临着技术进步的路径“被锁定”“被导向”在能源偏向型与资本偏向型的倾向，并造成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提出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进而推进绿色发展，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正处在提质增效、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关期，绿色技术进步对缓解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支撑产业绿色转型有着重要意义，而异质性环境规制则通常被视为影响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 
环境规制属于社会性规制的范畴，一般指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措施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调节，以达到环境质量的改善与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关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研究主要有：一是探究环境规制政策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环境规制政策总体上是否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大体上存在以下3种观点：（1）促进论。Porter等[1]、Acemoglu等[2]认为合理的环境规制引致的创新补偿效应能够部分乃至全部抵消企业的遵循成本效应，从而激励企业改进治污技术水平，并有助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偏向清洁技术方向；Aghion 等[3]采用欧洲专利局数据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清洁研发补贴、能源价格政策等环境规制措施将刺激企业进行更多的绿色研发。（2）削弱论。Barbarn等[4]、Walley[5]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将导致企业成本上升、损害企业竞争力，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负向作用；黄庆华等[6]基于36个工业行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政府的减排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时效性，由于政策存在滞后性等特点，长期来看环境规制难以持续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综合论，即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呈现“U”型或倒“U”型等非线性关系[7-9]。李鹏升等[10]采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会在短期降低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长期对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近年来，部分学者将环境规制的类型进行细分、拓展，并引入到对绿色技术进步的考察，如：叶琴等[11]采用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滞后1期的命令型环境规制对节能减排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张峰等[12]研究发现，市场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郭进[13]认为，依靠环境规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与环境行政处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规章相比，收缴排污费和环境保护财政支出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更加有效。二是探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路径及方向，如：蔡乌干等[14]认为，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受地区技术创新、要素结构和FDI 水平的异质性影响；肖远飞等[15]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价值链嵌入和自主创新效应对资源型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作用；马淑琴等[16]基于中国省域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发现，贸易开放不利于绿色技术进步，但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有利于降低贸易开放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抑制效应。
本文在借鉴和吸收前人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着在以下方面有所拓展：一是构建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理论框架，探讨环境规制引致的绿色研发投入、人力资本与进口中间品变动等间接渠道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二是将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现实背景纳入绿色技术进步的测算，在此基础上以中国30个省份（未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以下简称“样本省份”或“全国”）2002－2018年数据为研究样本，考察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等3种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其组合对对绿色技术进步影响的差异性。
2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理论分析
2.1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机理
异质性环境规制主要源于环境的公共物品性质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政府部门采取的各种环境管制政策与措施作为一种外部性约束，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交易费用、管理效率与资源的优化配置，并对企业的技术进步方向产生影响。恰当的、高质量的环境规制体系在能够有效激励企业节能减排的同时，以绿色技术进步为支撑，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相关研究表明，制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品价值链的区位配置，并影响着一国或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17]。
2.2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间接作用机理
异质性环境规制通过影响微观企业主体的绿色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积累与中间品进口等多种途径，间接地影响绿色技术进步，具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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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间接渠道	

（1）环境规制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对企业的绿色技术进步产生间接的不确定影响。面临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企业对于清洁技术以及污染技术的需求存在差异，为了获取利益的最大化，研发部门往往会倾向于从经济利益角度选择相应类型的技术研发投入，进而导致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一定的偏向性。一方面，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压力，企业绿色研发投入引致的绿色技术创新形成了对非清洁技术创新的替代，甚至将挤占部分的生产资源，带来生产成本的上升，因此，短期内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活动，而非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进而对绿色技术进步产生负向作用；另一方面，企业率先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加大绿色研发投入，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先动优势，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在推动绿色技术进步的同时，有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18]。
（2）环境规制通过影响污染排放量与环境质量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作用。一般来说，环境规制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在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的情形下，人们的健康水平受到威胁，难以积累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此时很小程度的环境质量改善就能明显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准，并实现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更进一步的，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促使单位资源环境付出必须产出更多的财富，这对要素结构高级化与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为了适应新的产业结构、新的技术结构以及就业岗位新的技能要求，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作出人力资本投资的教育决策，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同时间接地对绿色技术进步产生影响。
（3）环境规制通过污染排放标准、技术标准、认证体系等，对中间品进口的种类、质量和数量产生作用，间接影响企业绿色技术进步。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从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可以吸收发达国家新产品的生产工艺、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本国生产中间品技术水平，由中间品进口引致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有利于本地区的绿色进步；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全球价值链中的“链主”地位，通过苛刻的环保标准及其掌握的关键核心技术，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中间品的加工、装配等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阻碍发展中国家绿色技术进步及向全球价值的高端攀升。
3  计量模型的构建与实证分析
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根据上文关于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进步双重效应的路径探讨，并考虑到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借鉴蔡乌赶等[14]的研究思路，本文引入环境规制的二次项，构建如下实证模型对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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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i、t分别为地区、时期；j为3种不同的环境规制类型；GTFP为绿色技术进步指标；ER分别为命令型环境规制（cer）、市场型环境规制(mer)与自愿型环境规制（ver）的强度；GRD为绿色技术创新，采用各地区的绿色研发投入金额表示；ZJCP为各地区的中间产品进口额；HUM为人力资本；Ln为对变量取对数形式，以达到消除异方差、提高回归模型估计精度的目的。
进一步的，在检验环境规制对省域绿色技术进步直接影响的基础上，为了探讨3种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和进口中间品对绿色技术进步的间接效应，本文依次加入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分别与3种中介变量的乘积交互项，构建如下回归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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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2）中：LnERj×LnGRD为3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绿色研发投入的交互项；LnERj ×LnHUM为3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LnERj ×LnZJP为3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与进口中间品的交互项。
3.2    主要变量与数据处理
3.2.1  被解释变量
（1）绿色技术进步（GTFP）。本文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绿色技术进步进行度量。为了更精确测算GTFP指标，本文借鉴殷宝庆等[18]的做法，考虑全球价值链嵌入下进口中间品以及出口中间品中的隐含能因素，使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绿色技术进步指标进行估算。
1）投入指标，选择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国内能源消耗以及进口中间品隐含能作为投入指标。劳动力数量用各省份年末就业人数之和表示。资本存量借鉴单豪杰[19]的计算方法，以1952年资本存量为基期，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获得。国内能源消耗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各类能源消耗的总量数据。进口中间品隐含能采用与全国进口隐含能的乘积进行测算，其中：中间品进口额采用的是进料加工贸易进口额与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额之和来近似度量；全国进口隐含能采用的是章辉等[20]的测算方法，将进口商品来源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分别测算能耗系数，然后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估算得到。
2）期望产出，采用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将各省份的名义GDP转换成以199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作为期望产出的指标。
3）非期望产出，选择地区出口中间品隐含能、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4个指标。通常，出口中间品隐含能相当于国外生产工序环节对国内能源的消耗，采用与全国出口隐含能的乘积进行测算；中间品出口额则是采用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额与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出口额的和近似度量；全国出口隐含能是利用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并使用按固定比例进行分配法进行测算获得。本文基于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计算Luenberger指数，Luenberger生产指数表示的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为此我们借鉴殷宝庆等[8]的算法，以2001年为基期，将考察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设为1，因此2002年的GTFP为2001年的水平乘以2002年的Luenberger指数，以此类推计算出其他年份的GTFP值。
3.2.2  解释变量
（1）核心解释变量：环境规制（ER）。环境规制的效果与环境的类型、强度密切相关，本文将各地区环境规制区分为3种类型：命名型环境规制（cer）采用环境法规个数表示；市场型环境规制(mer)采用排污费总额表示；自愿型环境规制（ver）使用群众环境问题上访批次来表示。环境规制指标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年鉴》。
（2）控制变量。为了厘清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双重效应，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模型估计偏差问题，本文加入如下控制变量：
1） 绿色技术创新（GRD）。选取绿色研发投入来衡量。借鉴Hamamoto[21]、殷宝庆等[18]的方法构建环境规制引致研发投入的计量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研发投入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测算出各地的绿色研发投入总额。
2）人力资本（HUM）。人力资本反映了各地区学习吸收先进技术以及知识的潜力。参考孙永强等[22]的计算方法，本文利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本来反映地区人力资本状况。
3）进口中间品（ZJP）。采用进料加工贸易进口额与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额的和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国研网，通过笔者整理而得。
样本变量的特征值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变量的特征值统计结果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TFP
	3.316
	5.358
	0.334
	49.533

	cer
	3.418
	4.895
	0.000
	35.000

	Lnmer
	10.884
	1.145
	6.764
	12.632

	Lnver
	7.711
	1.315
	2.564
	9.387

	LnGRD
	10.231
	1.832
	5.291
	16.056

	HUM
	8.873
	0.982
	6.041
	12.665

	LnZJP
	13.486
	2.358
	6.628
	18.718


注：样本数N=510。

3.3  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效应分析
为了避免实证模型分析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伪回归问题，本文依次对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平稳性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然后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判定面板回归模型的基本类型。模型Ⅰ至模型Ⅲ 分别对应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回归模型；模型Ⅳ至模型Ⅵ则在上述回归方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相应环境规制的二次项。具体的估计结果见表2所示。
首先，命令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并且都不显著，表明命令型环境规制与地区绿色技术进步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影响关系，这一结论与Becker[23]的研究基本一致。命令型环境规制主要以颁布地方性环境法规的形式设置一定的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和市场准入限制来影响企业主体的经营绩效，在短期内可能促进节能减排，但也存在着寻租现象和资源低效率配置问题，进而导致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其次，市场型环境规制在不考虑非线性的回归模型Ⅱ中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目前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经济新常态下加大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强度会促进地区绿色技术进步；而在考虑非线性的回归模型Ⅴ中，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且系数值也有较大提高，这表明回归模型Ⅱ忽略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在回归模型Ⅴ中，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即经济新常态下随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由小变大，将对绿色技术进步产生先上升、后下降的影响。经过测算，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技术进步作用方向的拐点为11.35，而本文样本中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的取值大部分都位于拐点的左端，这表明当前中国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强度是合理的，适度加大环境规制强度有助于直接促进各地区的绿色技术进步。再次，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了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可能存在“U”型关系。自愿型环境规制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压力，更多的是强调行业、企业等非政府组织的主动性与主导作用，进而推动企业的绿色创新。自愿型环境规制是企业、政府与社会在环境规制的博弈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制度创新[24]，比如当企业花费成本主动进行 ISO14001 认证并认真执行等类似的自愿型环境“漂绿”行为时，短期内可能造成环境治理费用的增加，但从长期来看，可能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声誉，在提高市场占有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的同时，进而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25]。
表2  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样本省份绿色进步的直接效应
	变量
	Ⅰ命令型
	Ⅱ市场型
	Ⅲ自愿型
	Ⅳ命令型
	Ⅴ市场型
	Ⅵ自愿型

	ER
	0.012
	0.241***
	-0.164***
	0.045
	0.545**
	-0.187***

	
	（0.17）
	（3.35）
	（-4.59）
	（0.12）
	（2.19）
	（-3.89）

	ER2
	
	
	
	-0.003
	-0.024*
	0.065***

	
	
	
	
	（-0.06）
	（-1.85）
	（3.33）

	LnGRD
	0.039***
	0.058**
	0.079***
	0.053**
	0.064**
	0.088***

	
	（3.82）
	（2.71）
	（3.85）
	（2.45）
	（2.22）
	（3.36）

	LnHUM
	0.258**
	0.051***
	0.683**
	0.017**
	0.021**
	0.715***

	
	（2.38）
	（2.89）
	（2.49）
	（2.36）
	（2.45）
	（2.88）

	LnZJP
	0.138**
	0.085***
	0.057**
	0.089**
	0.081**
	0.058***

	
	（2.28）
	（2.45）
	（2.45）
	（2.23）
	（2.21）
	（3.09）

	常数
	-1.456*
	-1.405
	-1.211***
	-1.275*
	-1.913*
	0.325***

	
	（-1.85）
	（-1.54）
	（-3.66）
	（-1.67）
	（-1.78）
	（4.97）

	R2
	0.805
	0.726
	0.752
	0.801
	0.745
	0.783

	F统计值
	36.08
	46.24
	45.23
	31.27
	42.37
	42.06

	样本数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1）括号内为t值；2）***、**、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

此外，以绿色研发投入衡量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显著促进绿色技术进步，这与殷宝庆等[18]得出的结论一致；人力资本与绿色技术进步之间呈现正向关系，这表明新常态下引进、培育、积累高素质人力资本和探索新的资源要素组合方式是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进口中间品正向影响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干中学”和绿色技术外溢效应。
3.4  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技术进步间接效应的实证分析
依据回归方程模型式（2），基于绿色技术创新、人力资资本、中间品进口这3条路径，本文主要探讨了3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间接影响效应。具体的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
表3  命令型、市场型和自愿型规制对样本省份绿色进步的间接效应
	变量
	Ⅰ命令型
	Ⅱ市场型
	Ⅲ自愿型

	LnER×LnGRD
	0.004
	0.091***
	0.007***

	
	(1.25)
	(3.51)
	(3.91)

	LnER×LnHUM
	0.095*
	0.727***
	0.637***

	
	(1.81)
	(4.25)
	(3.67)

	LnER×LnZJP
	0.006***
	0.008***
	0.045***

	
	(3.34)
	(3.77)
	(3.56)

	常数
	-1.169***
	-1.941
	-1.139***

	
	(-8.56)
	(-1.33)
	(-3.32)

	R2
	0.667
	0.752
	0.778

	F统计值
	20.35
	69.17
	66.11

	样本数
	510
	510
	510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首先，从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来看，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企业是绿色技术创新主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石，市场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采取环境税费、绿色补贴、排污权交易以及押金返还制度等多种形式
引导企业加大绿色生产技术和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投入，以促进技术进步偏向清洁技术方向。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为例，自愿型环境规制能够减少生产环节中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与外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并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注入更多有价值、稀缺的资源[26]。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交互项系数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自上而下的命令型环境规制执行成本较高，过于刚性或“一刀切”的做法可能会损害企业的效率，难以持续、有效地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命名型环境规制的执行力度受到企业议价能力、地方经济和官员政绩考核的影响较大，倘若相关政策执行不到位甚至可能诱发企业为补偿污染减排成本而加速提高污染排放的行为[13]。
其次，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路径来看，3种环境规制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强度能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绿色技术进步；而人力资本的间接影响系数比其他两条路径大，表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正逐步由过去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本以及环境转向主要依靠高素质人力资本、创新和管理，使得人力资本在要素资源重新组合、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诱发企业加大绿色研发力度、引进先进设备以及新工艺等方式提升劳动生产率，对人力资本积聚产生积极作用：与传统“黑色技术”相比，绿色技术研发对人力资本的要求更高，制造业部门高层次人才或熟练劳动力越多，将越有可能转向绿色技术进步方向；另一方面环境规制通过补齐生态短板、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直接正向作用[27]。
再次，从中间品进口的路径来看，交互项系数为正，意味着环境规制通过进口中间品间接地对绿色技术进步产生积极效应。短期内严格的环境规制将促使污染密集型行业进口更多的中间品，长期内将倒逼污染密集型行业提升生产率[28]。当前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并逐步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的“双环流”价值链体系，为了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政府将逐步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刺激企业从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环节向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清洁型生产环节攀升；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国内日益提升的环保标准，发达国家也将提供低能耗、高质量的中间产品，倒逼国内企业加大对绿色生产工艺、绿色产品的技术模仿与创新，促进本土企业的绿色技术进步。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采用2002－2018年中国30个省级样本面板数据，对3种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绿色技术进步的双重效应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命令型环境规制尚未显著地直接影响各地绿色技术进步。命令型环境规制通常以法规的形式设置环境标准，在短期内虽可能促进节能减排，却会导致寻租现象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使得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不够明显。（3）市场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分别呈现倒“U”型关系和“U”型关系。对于市场型环境规制而言，在拐点左端的时候适度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有利于直接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对于自愿型环境规制而言，当行业、企业等非政府组织主动推动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时，在短期内可能造成企业经营成本增加，但长期来看，企业会获得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声誉，从而实现绿色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的双赢。（3）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间接作用受绿色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中间产品进口影响，其中人力资本的间接影响最大。从间接渠道来看，命令型环境规制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中间品进口对绿色技术进步产生正向影响；市场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中间产品进口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作用。
4.2   启示和建议
本文上述研究结论蕴含如下政策含义：
（1）创新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度设计。第一，加强环境规制政策设计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型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激励效应。为了避免环境规制执行过程中的“规制俘获”现象，中国在未来的环境规制政策制度设计中应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比如积极推进水权交易、林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要素资源市场化配置制度改革，推动生态补偿制度、循环补贴制度、低碳补助制度等绿色财税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第二，鼓励企业主动开展环境管理活动，用政策引导企业走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比如：动员企业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各种环保政策培训讲座、各种环保主题活动，将环境管理理念融入企业的创新发展战略；通过调整排污费标准、采用绿色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措施，强化企业自主绿色创新的驱动力。第三，在适度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执法力度，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资金、人才等方面提供相应的配套支持，最大程度激发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驱动力。比如：对于中小微技术创新主体可探索采取孵化－ 集聚－集群的方式，集中公共服务资源支持其科技成果转化和做大做强。
（2）吸引高层次人才向创新驱动一线集聚。当前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常态化，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冲击影响进一步显现，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而劳动力及土地等一些传统经济增长要素的比较优势正逐渐丧失，高素质人力资本在绿色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因此，首先要最大限度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提升人力资本的基本素质；其次要对存量人才进行专项技术培训，提升人力资本的专业素质，尤其要注重科技型人才资本存量及专业素质的提升；最后探索以国家相关高水平人才计划产业园、领军人才创业园、国家重点试验室等多种形式的平台载体吸引高层次人才向创新驱动一线聚集，充分释放人才红利对绿色科技进步的推动力。   
（3）因地制宜，实行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工具组合。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的大小除了受环境规制强度、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的影响外，还与各地经济发展程度、资源要素禀赋、企业实力及发展战略等因素密切相关。各地应因地制宜，灵活选择环境规制工具的不同组合形式，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与调节效应。比如，东部地区经济基础与科研实力较强，可以着重考虑采用环境规制激励企业自主绿色创新，通过排污权交易、排污费标准、绿色补贴与环境税费等市场型环境规制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企业主动进行绿色研发活动，提高生产过程、生产工艺的清洁化程度，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与美誉度；与之相对应，中部、西部地区可以着重考虑发挥环境规制政策对中间品进口的间接效应，引导企业对内有效承接国内产业的梯度转移，对外积极融入区域性全球价值链。比如，鼓励中部、西部地区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交流，从国外进口高质量的中间产品，通过对先进绿色技术的吸收、模仿、创新以及新品牌的塑造，促进本土企业绿色技术进步，推动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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